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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赋能服务型制造网络组织
协同演化研究

王晓蕾 1，吕清舟 2

（1. 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天津  300071；2. 南开大学 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天津  300071）

摘 要：服务型制造网络组织协同演化既是推动服务型制造创新发展的重要方式，又是数字经济时代产业组织变

革的具体体现。协同共生是服务型制造网络组织演化的基本方向，组织内协同增强和跨组织协同扩张是服务型制

造网络组织协同演化的两种表现形式。在 TOE 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本文引入数据维度，从技术、数据、组织和

环境四个维度进行分析，认为要素间相互作用构成数字化赋能产业组织协同演化的基本逻辑。服务型制造网络组

织协同演化是企业、产业链和产业生态不同层级的组织在数字化赋能下通过推动制造资源和服务资源深度融合，

实现组织内协同增强和跨组织协同扩张的变革过程。其中，技术、数据、组织和环境四个维度的要素间相互作用

形成服务型制造网络组织发展的有序结构，数字化赋能服务型制造网络组织协同演化的路径包括技术增进型、数

据增进型、组织增进型和环境增进型四种。本文以海尔集团为例，分析了海尔集团的服务型制造网络组织协同演

化的过程。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推动服务型制造创新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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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与普及，服务型制造成为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的一

种新型产业模式。国家从宏观层面出台了一系列推动服务型制造创新发展的重要政策。2021年

12月，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全面深化重点产业数字化转

型，推动产业互联网融通应用，培育供应链金融、服务型制造等融通发展模式，以数字技术促进

产业融合发展。在服务型制造模式下，制造资源和服务资源通过融合网络，依托企业、产业链和

产业生态不同层级的组织内部的价值流串联、价值链整合，构成实现价值增值或价值创造的一体

化网络系统，从而形成服务型制造网络组织［1］。作为服务型制造模式催生的新型产业组织，服

务型制造网络组织协同演化既是推动服务型制造创新发展的重要方式，又是数字经济时代产业组

织变革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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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主流学者把产业视为生产具有高度可替代性产品或服务的企业集合，而对产业组织的理

解大多局限于同一产业内部企业间的组织形态和市场关系，如传统产业组织理论主要涉及同类厂

商间的经济行为和市场关系，竞争和垄断是传统产业组织的基本范式，而垂直一体化是传统产业

组织变革的主要方式。然而，数字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产业组织的运行规则和逻辑［2］。数字

化使产业组织内容不断丰富和拓展，使其不再局限于“同一产业内部企业间”的单一层级，而是

囊括了企业组织、产业空间组织和动态产业空间组织等不同层级。正如马歇尔在 1890年出版的

《经济学原理》中提出的，产业组织的内容应该包括企业内部组织、同一产业内部企业间的组织

和不同产业间的组织等。本文认为，服务型制造网络组织既表现为通过融合网络发展服务型制造

模式的企业网络组织，又表现为由制造企业、服务企业和融合网络构成的产业链网络组织，还表

现为通过多条产业链动态交互实现制造业与服务业跨界融合的产业生态网络组织。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动技术经济范式向数字经济范式演进，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

工取代了传统工业经济条件下的产业间分工和产品间分工，致使垂直一体化组织解体，网络化产

业组织成为新型产业组织形态［3］。根据协同学和耗散结构理论［4］，网络化产业组织是一个复杂

的组织系统，系统内部要素间的非线性互动推动组织系统有序发展并产生协同效应，产生超越各

要素单独作用的效果。在数字经济时代，网络协同化成为产业组织变革的重要趋势。其中，协同

表现为网络化产业组织进行资源重组并提高组织效率的重要方式，其主要源自产业组织内部主体

间的互动关系［5］。数字化打通了产业组织内部的数据流通壁垒，通过数据要素的流通加强产业

组织内部主体间的互动关系，建立价值共创的合作网络，实现产业组织内协同增强，这有利于产

业组织突破传统组织内外边界的限制，实现产业组织规模的扩张；同时基于网络外部性，产业组

织实现了跨组织协同扩张，其协同效应进一步增强，以组织内协同增强和跨组织协同扩张两种形

式实现了网络化产业组织的变革。因此，服务型制造网络组织的协同演化正是数字经济时代产业

组织变革的具体体现。

以企业网络组织为例，在服务型制造模式下，企业通过建立面向服务的制造网络控制分散的

制造资源和服务资源。其中，促进企业内部能力与外部环境的有效协调是提高组织效率、实现跨

组织协同扩张的重要方式。从具体实践来看，根据中国服务型制造示范遴选案例数据［6］，50%
以上的制造企业服务种类单一，一般为售后保养、维修等依附于产品质量的维保服务，而只有不

到 10%的企业基于一体化网络系统提供集成解决方案等服务。其主要原因在于，大多数制造企

业在服务型制造过程中对网络协同化的认识不足，只是将服务型制造单纯视为服务要素嵌入生产

过程的行为，而忽略了一体化网络系统的组织建设。为从根本上解决由于制造资源和服务资源本

身的结构性差异而造成的组织刚性、协调性差等问题，企业需要建立面向服务的制造网络，并且

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产品服务系统的优化和管理，避免内部资源流动受限，确保产品与服务无缝

衔接，形成一体化网络系统，从而推动企业提供基于制造甚至基于数据的个性化服务，推动服务

型制造向更高水平发展。企业对网络协同化的认识不足可能会使其在推进服务型制造实践中没有

充分发挥数字化的作用，“孤岛式”地盲目部署数字化，这难以实现产品、软件和数据等系统性

兼容，造成产品业务与服务业务在企业内部存在“两条线、两层皮”的问题，难以满足对特定用

户提供个性化服务等更高水平的服务化发展要求，不利于服务型制造网络组织协同演化，最终无

法推动服务型制造创新发展。

目前，学术界关于服务型制造的定义主要停留在制造企业向用户提供服务的一种新型产业模

式，现有研究在此基础上对数字化如何影响服务型制造进行了探讨。例如，李晓华［7］认为，服

务型制造是制造企业基于研发和制造产品的能力提供增值服务，数字化技术显著增强了制造业在

数据连接、算力算法和加工制造等方面的能力，促使制造企业向用户提供的服务从基于能力的服

务向基于数据的服务拓展。徐佳宾和孙晓谛［8］从产业业态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服务型制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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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企业为用户提供满足其个性化需求的产品服务方案，从而实现用户价值和持续盈利的新商业

运行模式。这些研究并没有具体探析服务型制造模式下产业组织形态变化及数字化在其中发挥的

作用。尽管也有部分研究聚焦服务型制造形成的网络化系统结构，论证了服务型制造网络的形成

和演化路径［9-10］，但并没有立足服务型制造模式催生的新型产业组织，从产业组织变革①的角度

分析网络协同化的重要趋势，深层次揭示服务型制造网络组织协同演化的路径及数字化在其中的

具体作用。

因此，本文以服务型制造网络组织为研究对象，从产业组织变革的角度分析网络协同化的重

要趋势，在探析服务型制造网络组织协同演化内涵的基础上，基于 TOE理论框架，引入数据维

度，从技术、数据、组织和环境四个维度综合分析数字化赋能产业组织协同演化的逻辑要素，进

一步探究数字化赋能服务型制造网络组织协同演化的路径，并且以海尔集团 （以下简称“海

尔”）为例，剖析服务型制造网络组织协同演化的过程，以期为推动服务型制造创新发展提供政

策启示。

二、服务型制造网络组织协同演化的内涵探析

在数字经济时代，跨界竞争与合作成为新型产业组织的基本范式，网络协同化是产业组织变

革的重要趋势。服务型制造网络组织作为服务型制造模式催生的新型产业组织，其协同演化表现

为跨界融合与协同的组织资源重组过程。其中，数字化赋能构成服务型制造网络组织形成与发展

的基础，不仅通过变革产业组织内部或组织间的交互依赖关系，实现制造资源和服务资源的融合

创新，有利于产生不同层级的服务型制造网络组织形式，还基于信息的互联互通与高效传递，促

进网络组织中各参与主体间合作性契约制度的确立与完善，通过建立服务型制造网络组织结构的

连接机制，提升各层级网络组织的系统自组织能力，使其快速适应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与冲击，在

确保网络组织结构稳定性的同时，有利于各层级网络组织实现自身发展。在数字化赋能背景下，

协同共生成为服务型制造网络组织演化的基本方向，而其协同演化具体表现为组织内协同增强和

跨组织协同扩张两种形式。

（一）协同共生是服务型制造网络组织演化的基本方向

服务型制造网络组织表现为以契约为纽带，由制造资源和服务资源通过融合网络所构成的具

有稳定拓扑网络结构的新型产业组织，它包含了企业、产业链和产业生态不同层级的网络组织形

式。首先，以核心企业为主导的企业网络组织构成服务型制造网络的基本组织单元，由占主导地

位的核心企业和少量相对固定的合作企业构成，而契约制度的确立与完善是由核心企业主导的。

其次，企业间基于一定的技术经济关联和时空布局关系，通过契约联盟形成的产业链网络组织是

服务型制造网络在产业空间层面的组织形式。最后，不同产业链上的企业通过动态契约联盟形成

的产业生态网络组织是服务型制造网络在动态产业空间层面的组织形式。

整合分散的制造资源和服务资源，实现网络组织内部各主体核心竞争力的协同，是服务型制

造网络组织演化的方向。服务型制造网络组织内部主体间存在相互依赖的共生关系。其中，价值

共创的过程是彼此间共生关系的重要体现。对于不同层级的网络组织形式，协同共生的具体表现

不同。首先，在企业网络组织中，核心企业将信息、计算和通信等数字化技术融入产品或服务相

关的供应链中，通过物联网的连接，实现产品生产、设计和研发等制造与服务过程的网络协同

化，核心企业通过协调组织关系，整合信息、技术等资源，推动组织内部技术、产品和商业模式

的创新，实现整体的价值增值。其次，在产业链网络组织中，借助工业互联网平台等新型基础设

①     此处产业组织变革的概念范围包含网络协同化的变革，前文论述中也表明了网络协同化是数字经济时代产业
组织变革的重要趋势，而网络协同化趋势下动态的协同演化过程既包含组织内协同效应增强，又包含跨组织
协同扩张，从而实现更大组织规模的协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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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上下游企业能够实现供需端的精准对接，形成协同交互的平台型组织结构，在数字化赋能下

实现企业内外部制造资源和服务资源的有效整合，从而推动全产业链的协同创新，实现产业空间

层面的价值共创［11］。最后，在产业生态网络组织中，企业突破传统产业链上下游的链接模式，

通过泛在智联的数字基础设施体系，与不同产业链上企业形成动态契约联盟，基于产业平台间的

动态连接实现制造资源和服务资源的跨界融合，从而不断推动产业生态的协同创新，实现价值共

创网络的动态优化［12］。
（二）服务型制造网络组织协同演化的表现形式

服务型制造网络组织协同演化具体表现为组织内协同增强和跨组织协同扩张两种形式，这两

种协同演化形式分别代表了网络组织的内生化和外生化两种组织成长方式。对于服务型制造网络

组织的内生化成长，企业、产业链和产业生态不同层级的协同组织在数字化赋能下依靠组织内部

资源的配置优化，实现组织内协同效应的增强，从而提高组织内部价值创造的效率，并且基于资

源依赖性实现价值创造水平的提升，从协同增强的深度上推动了服务型制造网络组织的成长。对

于服务型制造网络组织的外生化成长，企业、产业链和产业生态不同层级的协同组织在数字化赋

能下通过组织间的并购扩张和外在整合，实现内外部资源的配置优化，从而跨组织促进协同组织

的规模扩张，实现更高水平的价值创造，从协同扩张的广度上推动了服务型制造网络组织的

成长。

三、数字化赋能产业组织协同演化的逻辑要素

为探究服务型制造网络组织协同演化的路径，本文试图对数字化赋能产业组织协同演化的逻

辑要素进行分析。

数字化赋能产业组织协同演化是以数字化技术为基础支撑的产业组织系统性变革和创新的过

程，涉及技术、组织和环境等内外部要素的复杂变化与作用。为综合分析数字化赋能产业组织协

同 演 化 的 逻 辑 要 素 ， 进 一 步 探 究 其 中 的 具 体 机 制 ， 本 文 对 “ 技 术 — 组 织 — 环 境 ”

（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TOE）理论框架作出进一步拓展，据此对数字化赋能产业

组织协同演化的机理进行分析。TOE理论框架最早是由Tornatzky和Fleischer［13］提出的，它作为

一种以技术应用情境为基础的综合性分析框架，为研究企业或组织通过对数字化技术的引进与应

用实现自身创新变革的过程提供了较好的理论分析视角。由于 TOE 理论框架具有高度概括性、

灵活性和实用性等特点，现有研究在不同技术背景下借助这一理论框架对相关现实问题展开多角

度、多领域的分析［14-15］。总体来看，TOE理论框架基于创新扩散理论将组织采纳和实施创新的

过程分为技术、组织和环境三个维度的要素，主要用于分析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在解释复杂经济

社会现象成因方面具有良好作用［16］。数字化赋能产业组织协同演化主要表现为数字化从内部影

响组织形态变化的过程，本质上与以数据为核心的资源配置方式是紧密相关的。因此，数据要素

作为数字化赋能的重要资源和基础条件，是数字化赋能产业组织协同演化的基本要素。

参考其他研究［17-18］的做法，本文在TOE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引入数据维度，从技术、数据、

组织和环境四个维度进行综合分析，以揭示数字化赋能产业组织协同演化的机理。数字化赋能产

业组织协同演化的理论框架如图 1所示。其中，技术、数据、组织和环境四个维度的要素间相互

作用构成数字化赋能产业组织协同演化的基本逻辑。在技术维度，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与创新是数

字化赋能产业组织协同演化的基本驱动力，贯穿产业组织协同演化的全过程，从技术投入、适应

到变革始终影响着产业组织的生产分工与组织效率；在数据维度，数据协同是数字化赋能产业组

织协同演化的要素基础，产业组织在数据协同的基础上，形成不同规模的数据融合与增值效应；

在组织维度，开放、公平与高效的组织结构是数字化赋能产业组织协同演化的新型生产关系，以

新型生产关系为基础，产业组织围绕组织战略进行适用于不同组织规模的结构变革与协同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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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环境维度，数据融通的信息环境是数字化赋能产业组织协同演化的外部发展条件，产业组织以

数据融通、融合共享的发展环境为重要契机，利用数字化赋能进行组织内部与组织间的融合

创新。

（一）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与创新是数字化赋能产业组织协同演化的基本驱动力

在技术维度，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与创新是数字化赋能

产业组织协同演化的基本驱动力。数字化技术对产业组织具有阶段性的影响，影响过程可表现为

产业组织利用数字化技术实现“上云用数赋智”的不同阶段。其中，“上云”“用数”“赋智”的

阶段依次表现为数字化技术投入、组织结构对数字化技术应用的适应、数字化技术变革组织结

构。“上云”是指组织进行数字化技术、设备等资源的投入，通过互联互通的网络技术将基础设

施、平台和业务等部署到云端，使传统的线性生产组织模式转变为具备可追溯性、集成性和模块

化的一体化生产系统；“用数”是指组织结构实现对数字化技术应用的适应，更深层次地推进大

数据的融合运用，利用网络云端提供的资源进行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赋智”是指借助数字化

技术对组织内外部结构实现变革，在“上云”“用数”的基础上，通过数字化技术实现对组织结

构的系统性渗透与融合，从而在数字化赋能下整合产业组织内外部资源，在推动产业组织网络协

同化的同时，进一步实现跨组织协同扩张。

（二）数据协同是数字化赋能产业组织协同演化的要素基础

在数据维度，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数据要素化与要素数据化是产业组织数字化变革的基

本构件，数据协同是数字化赋能产业组织协同演化的要素基础。数据协同的本质是数据间的关系

管理。组织内部或组织间基于数据存储、传输和整合进行数据链关系设计和规则标准化制定，从

而实现数据共享，并且通过多方数据的融合与处理，实现数据协同。数据协同表现为从数据采

集、数据集成与共享到数据应用的过程。首先，组织围绕相应的数据链，从基础设施层的数据仓

库、数据中台到服务层的数据平台，采集职能范围内所需的核心数据。其次，组织内部或组织间

通过多方共识完成数据流通规则的标准化制定，从而有利于数据集成与共享。最后，组织根据具

数据融通的信息环境

数字化技术的
应用与创新

开放、公平与高效的
组织结构

数据协同
数字化赋能
产业组织
协同演化

支撑

反馈

环境

技术

数据

组织

影响

促进

推进

促进

保障

实现

外部发展条件

基
本
驱
动
力

要
素
基
础

新型生产关系  
图1　数字化赋能产业组织协同演化的理论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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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业务需要构建相应的数据模型，实现组织内部或组织间的数据高效融合与互通，从而形成有利

于资源优化配置的协同网络。

（三）开放、公平与高效的组织结构是数字化赋能产业组织协同演化的新型生产关系

在组织维度，开放、公平与高效的组织结构是数字化赋能产业组织协同演化的新型生产关

系。在这种新型生产关系下，产业组织内部具有透明性、可信性和对等性等特征。其中，透明性

表现为组织内部通过数字化管理实现信息共享，不仅人、责、权划分清晰，从而有利于实现组织

的公平与高效，还避免了由于传统的“条块分割”造成组织内部“孤岛式”创新，实现组织的创

新方式开放化和创新主体多元化；可信性表现为组织内部或组织间通过数字信用体系的建立自发

地形成相互依赖与信任的契约关系，不仅使组织内部资源分配兼顾公平与效率，实现整体最优，

还使组织结构具有开放性，有利于组织间的动态协同发展；对等性表现为基于数字化技术对组织

的连接、整合和创新能力进行重塑，使组织内部或组织间各主体共同参与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过

程，从而释放各个体的主动性、创造性，实现价值创造的最大化。

（四）数据融通的信息环境是数字化赋能产业组织协同演化的外部发展条件

在环境维度，数据融通的信息环境是数字化赋能产业组织协同演化的外部发展条件。根据系

统论原理［19］，系统的行为和结果并不完全由内部因素决定，也会受到相应外部因素的影响。由

市场环境、经济环境、政策环境和技术环境组成的系统外部环境会对数字化赋能产业组织的协同

演化产生一定影响，而这种影响会直接反映在能够实现数据融通的信息环境上。适宜的信息环境

是数字化能够有效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直接影响产业组织协同演化的进程。在现实中，数字化

转型无法实现组织内部或组织间协同的主要原因在于，“数据孤岛”的存在导致无法实现大数据

应有的规模经济效应和边际效用递增效应。因此，形成数据融通的信息环境有利于打通组织内部

或组织间的数据流通壁垒，从而推动产业组织协同演化。

数字化赋能产业组织协同演化是基于技术、数据、组织和环境四个维度的要素间的结构关系

和运行方式而实现的。组织作为协同演化的主体，是数字化赋能的主要对象，而技术、数据和环

境与组织本身要素不同，三者是不同维度上影响数字化赋能产业组织协同演化的客观要素。根据

主客体的辩证统一性［20］，一方面，产业组织的协同演化会受到技术、数据和环境等要素的制约。

另一方面，产业组织通过数字化变革的实施，能够打破客观要素的限制，进一步影响技术、数据

和环境等要素，从而实现自身的协同演化。因此，技术、数据和环境与组织之间存在紧密的互为

影响关系，通过相互间的作用和支撑，能够形成良性反馈的协同共振，共同推动数字化赋能产业

组织协同演化。

四、数字化赋能服务型制造网络组织协同演化的路径

数字化赋能使服务型制造网络组织协同演化不仅能够在深度上增强，有利于组织内协同增

强，还能够在广度上增强，实现跨组织协同扩张。技术、数据、组织和环境四个维度的要素间相

互作用形成服务型制造网络组织发展的有序结构，组织系统会在数字化赋能下由于技术、数据、

组织和环境等方面的增进作用发生创新突变，并且通过四个维度的要素间相互作用导致协同组织

实现规模扩张，协同效应实现倍增。因此，数字化赋能服务型制造网络组织协同演化的路径主要

表现为技术增进型、数据增进型、组织增进型和环境增进型四种。其中，技术、数据、组织和环

境四个维度的某个要素发生增进作用是协同扩张的主要诱发因素，而要素间的系统协同作用会通

过要素间的相互作用进一步增强其他要素的作用，实现跨组织层级的组织内协同，从而推动服务

型制造网络组织协同演化。

这四种路径相互间并不是替代竞争的关系，而是互为补充、相互配合的关系。对于由技术、

数据、组织和环境四个维度的创新突变引发的服务型制造网络组织协同演化路径，数字化赋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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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实际影响的并不仅仅是某种类型的路径，而是包含技术、数据、组织和环境四个维度的系统性

优化过程。

（一）技术增进型

技术增进型的数字化赋能服务型制造网络组织协同演化路径表现为不同组织的协同技术在数

字化赋能下实现跨组织层级的创新突变，使组织的协同规模从企业、产业链层级扩张到产业生态

层级。其中，不同组织的协同技术在数据处理方式、网络构建规模和价值创造形式等方面的创新

水平不同。首先，企业层级的协同技术，能够基于业务流程数据的获取、开发和利用，通过构建

传感网，集成应用 IT软硬件资源，解决跨部门、跨业务环节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实现组织内部

协调成本最小化，推动生产、服务等业务流程的集成融合和资源优化。其次，产业链层级的协同

技术，不仅能够发挥数据作为信息沟通媒介的作用，降低组织内部的协调成本，还能够发挥数据

资本的作用，通过业务基础资源和能力实现平台化部署，构建产业互联网，推动组织内部全要

素、全过程互联互通和动态优化，实现价值网络化创造。最后，产业生态层级的协同技术，不仅

能够基于产业生态数据的智能获取、开发和利用，发挥数据资本的作用，还能够通过建立组件

化、可配置、开放灵活的智能云平台，构建泛在物联网，推动生态组织内部资源、业务和能力等

要素的开放共享与协同合作，实现价值智能化创造。

（二）数据增进型

数据增进型的数字化赋能服务型制造网络组织协同演化路径表现为由数据协同实现的数据要

素融合与增值效应发生跨组织层级的变化，使组织的协同规模从企业、产业链层级扩张到产业生

态层级。其中，以服务型制造网络组织为载体，基于数据要素的开放共享与有效利用，企业、产

业链和产业生态不同层级的组织形式借助数据协同实现的数据要素融合与增值效应不同。首先，

在企业层级，通过业务数字化，数据协同形成基于传感网的系统性解决方案，实现产品、设备和

业务等方面的数字化建模，支持跨部门、跨业务环节的制造资源和服务资源集成融合，基于价值

链整合实现数据要素的增值效应。其次，在产业链层级，通过企业级数字化，数据协同形成基于

产业互联网的系统性解决方案，构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数字孪生系统，支持全产业链制造资源

和服务资源的动态集成与融合创新，基于价值网络实现数据增值效应的倍增。最后，在产业生态

层级，通过生态级数字化，数据协同形成基于泛在物联网的系统性解决方案，构建跨产业生态的

信息物理系统，支持全生态制造资源和服务资源的按需集成和自组织优化，基于价值创造的智能

化实现数据要素的增值效应。

（三）组织增进型

组织增进型的数字化赋能服务型制造网络组织协同演化路径表现为不同组织的组织战略发生

跨组织层级的变化，使组织的协同规模从企业、产业链层级扩张到产业生态层级。其中，以服务

型制造网络组织为载体，由企业、产业链和产业生态不同层级的组织战略所决定的具体组织结构

不同。首先，企业层级的组织战略基于纵向一体化展开，以跨部门、跨业务流程的资源集成为核

心，而组织内部通过数字化形成流程型协同组织结构［21］。其次，产业链层级的组织战略基于横

纵一体化展开，以跨产品、跨企业、跨行业的全产业链端到端集成为核心，而组织内部通过数字

化形成基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对接的协同网络。最后，产业生态层级的组织战略基于各价值主体

共生式发展展开，以跨域价值网络的开放性资源整合为核心，而组织内部通过数字化形成全链条

式开放共享、协同创新的生态系统。

（四）环境增进型

环境增进型的数字化赋能服务型制造网络组织协同演化路径表现为基于数据融通的信息环境

实现的融合创新方式发生跨组织层级的变化，使组织的协同规模从企业、产业链层级扩张到产业

生态层级。其中，以服务型制造网络组织为载体，基于数据融通的信息环境，企业、产业链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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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态不同层级的组织形式实现制造资源和服务资源融合创新的方式不同。首先，在企业层级，

制造资源和服务资源能够跨部门、跨业务流程实现协调联动，组织内部形成流程化的协同系统，

从而实现基于业务链、供应链、价值链等各环节的价值动态整合。其次，在产业链层级，制造资

源和服务资源跨产业链实现动态协同，通过形成数据融通的信息环境，组织内部形成网络化、平

台化的协同，从而实现基于价值共创网络的价值多样化获取与创新价值创造。最后，在产业生态

层级，通过生态级数字化，形成融合发展的创新环境，推动制造资源和服务资源跨产业链、跨域

价值网络实现集成优化，而组织内部形成智能化、集群化和生态化的协同体系，从而实现基于泛

在网络的价值生态共创。

（五）基于海尔的案例分析

数字化从技术、数据、组织和环境四个维度赋能服务型制造网络组织协同演化，而服务型制

造网络组织协同演化的过程也是组织协同机制形成与发展的过程。

海尔作为典型的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其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利用互联网协同平台和数

据智能技术构建服务型制造网络，并且以服务型制造网络为载体，力图打造智慧物联的产业生

态。在服务型制造网络协同演化的过程中，海尔从构建以生产为主导的企业网络，到建设以生产

服务系统为架构支撑的产业链网络，再到打造以服务为导向的产业生态网络。对于不同阶段的组

织演变，数字化对其在技术、数据、组织和环境四个维度上的创新变革都起到重要的赋能作用。

以海尔为例的服务型制造网络组织协同演化的过程如表1所示。

第一，企业网络形成阶段，主要是指海尔从 2005年提出企业向互联网转型，到 2012年建设

互联工厂的时期。海尔利用互联网技术发展网络组织，构建包含产品设计和制造体系在内的生产

系统，这一阶段属于服务化转型初期。企业虽然增加了研发设计等服务要素在制造环节的投入，

但更多地强调制造技术的创新。在技术维度，海尔对生产系统进行持续创新，逐渐从模块化、自

动化向互联工厂模式探索，实现从大规模生产到大规模定制的转型。在数据维度，海尔打通不同

业务部门间的数据流通壁垒，实现从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到市场销售等全流程的数据协同与共

享。在组织维度，海尔打破传统科层制管理模式，将公司组织结构由“正三角”组织结构转变为

以“人单合一”双赢模式为基础的“倒三角”组织结构，实现用户参与制造流程。在环境维度，

国家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体系为制造企业提供数据融通的信息环境，推动了海尔企业网络的建设

和发展。

表1　以海尔为例的服务型制造网络组织协同演化的过程

服务化转型阶段

不同组织形态

战略措施

发展重心

技术维度

数据维度

组织维度

环境维度

初 期

企业网络

向互联网转型，建设互联工厂

强调制造技术的创新

从模块化、自动化向
互联工厂模式探索

实现从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到
市场销售等全流程的

数据协同与共享

以“人单合一”双赢模式为
基础的“倒三角”组织结构

提供数据融通的信息环境

中 期

产业链网络

探索智能制造，打造
工业互联网平台

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

构建重要功能平台与协同平台

在企业内部及产业链上下游
不同企业间实现数据共享

动态的自组织网络结构，形成
松散耦合的模块化组织

实现用户与企业之间
零距离交互

后 期

产业生态网络

建立智慧物联双创服务体系

强调基于数据的服务创新

形成共创共赢、赋能增值的
大共享平台

实现数据资源全链条式的
开放共享与融合应用

构建以增值分享为核心机制、
生态伙伴共同进化的

商业生态系统

形成泛在融合的信息环境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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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从企业网络演变为产业链网络阶段，主要是指海尔从探索智能制造模式转型，到

2017年自主创新打造海尔工业互联网平台（卡奥斯 COSMOPlat）的时期。海尔利用智能制造和

物联网平台技术实现产业链重构，构建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生产服务系统，这一阶段属于服

务化转型中期。企业把服务要素作为产品实现价值增值的构成部分［22］，重在强调基于制造能力

的产品创新。在技术维度，海尔整合企业内外部资源打造工业互联网平台，基于用户主导逻辑构

建涵盖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和营销物流等方面的重要功能平台，实现个性化定制生产，通过构建

协同平台实现全产业链的有效连接。在数据维度，海尔在企业内部及产业链上下游不同企业间实

现数据共享，并且基于共享数据实现制造资源和服务资源的弹性供给与高效配置。在组织维度，

海尔在数字化赋能下由静态的企业组织变革成为动态的自组织网络结构，在平台化基础上形成松

散耦合的模块化组织，实现用户驱动下的价值共创。在环境维度，物联网的兴起实现用户与企业

之间零距离交互，形成数据融通的信息环境，推动海尔重构工业生产体系和客户服务体系。

第三，从产业链网络演变为产业生态网络阶段，主要是指海尔从建设工业互联网平台，到建

立智慧物联双创服务体系的时期。海尔依托大数据、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开放产品

服务平台，构建以服务为核心的生态系统，这一阶段属于服务化转型后期。服务成为企业产品价

值的核心并具备价值创造的能力，企业重在强调基于数据的服务创新［23］。在技术维度，海尔利

用物联网、人工智能技术构建以工业互联网平台为代表的多类平台，基于区块链的分布式数据安

全与共享技术实现企业间智能化签约，通过建立开放式供应链和合作网络，形成共创共赢、赋能

增值的大共享平台，从而构建开放合作的企业生态系统。在数据维度，海尔基于开放的生态网络

化组织实现数据资源全链条式的开放共享与融合应用。在组织维度，海尔转型成为智慧生活平台

生态型企业，构建以增值分享为核心机制、生态伙伴共同进化的商业生态系统，由创客、小微企

业及其形成的小微链群共同构成以用户为中心的价值网络，在平台能力支撑下实现无边界的共治

型组织。在环境维度，海尔基于物联网平台和数据智能技术的支持，通过数字生态系统形成泛在

融合的信息环境，实现企业的生态共创模式。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研究结论

在数字经济时代，网络协同化成为产业组织变革的重要趋势，而服务型制造网络组织作为服

务型制造模式催生的新型产业组织，其协同演化既是推动服务型制造创新发展的重要方式，又是

产业组织变革的具体体现。为揭示服务型制造网络组织协同演化的路径及数字化在其中的赋能作

用，本文在 TOE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引入数据维度，从技术、数据、组织和环境四个维度综合

分析数字化赋能产业组织协同演化的逻辑要素。其中，技术、数据、组织和环境四个维度的要素

间相互作用构成数字化赋能产业组织协同演化的基本逻辑，具体表现为：在技术维度，数字化技

术的应用与创新是数字化赋能产业组织协同演化的基本驱动力；在数据维度，数据协同是数字化

赋能产业组织协同演化的要素基础；在组织维度，开放、公平与高效的组织结构是数字化赋能产

业组织协同演化的新型生产关系；在环境维度，数据融通的信息环境是数字化赋能产业组织协同

演化的外部发展条件。综合来看，四个维度的要素间相互作用形成良性反馈的协同共振，共同推

动数字化赋能产业组织协同演化。

服务型制造网络组织的协同演化其实是在数字化赋能下，企业、产业链和产业生态不同层级

的组织通过推动制造资源和服务深度融合，从而实现组织内协同增强和跨组织协同扩张的变革过

程。数字化赋能不仅从技术、数据、组织和环境四个维度推动服务型制造网络组织实现组织内协

同增强，还会导致某个维度要素发生创新突变，从而通过要素间的协同共振，实现跨组织协同扩

张。其协同演化的路径具体表现为技术增进型、数据增进型、组织增进型和环境增进型四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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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的案例分析来看，在服务型制造网络组织协同演化过程中，从构建以生产为主导的企业网

络，到建设以生产服务系统为支撑的产业链网络，再到打造以服务为导向的产业生态网络，数字

化推动了技术、数据、组织和环境四个维度的创新变革，而且组织的协同演化需要四个维度的系

统整合，单一维度的创新并不能实现数字化赋能产业组织系统性变革的重要作用。

（二）政策启示

中国制造企业在服务型制造转型过程中普遍重视将服务嵌入制造过程，而忽略促进制造资源

和服务资源深度融合的网络组织建设，由于对网络协同化的认识不足，造成产品业务和服务业务

在企业内部存在“两条线、两层皮”的问题，不利于推动企业服务型制造创新发展。为此，通过

对数字化赋能服务型制造网络组织协同演化的研究，本文得出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以数字化赋能补短板、锻长板，培育服务型制造新业态。对于影响组织建设的技术、

数据、组织和环境四个维度的要素，以数字化这一中间变量着力补齐其要素短板、锻造高端要素

的组织长板是重要方向。在技术维度，企业、产业链和产业生态不同层级要根据自身组织规模特

征，发挥数字化技术的作用，加强高端技术、高端要素对服务型制造转型的支撑作用。在数据维

度，企业、产业链和产业生态不同层级要推动组织对数据资源的开发利用，从而形成数据协同，

实现制造资源和服务资源的优化配置。在组织维度，企业、产业链和产业生态不同层级要积极构

建开放、公平与高效的组织结构，通过数字化实现组织内部或组织间关系的透明性、可信性和对

等性，从而有利于服务型制造融合业态的发展。在环境维度，企业、产业链和产业生态不同层级

要充分利用数字化形成数据融通的信息环境，并且利用大数据技术实时获取、精准识别市场需

求、科技发展和政策供给等外部环境变化的重要信息，从而有利于服务型制造网络组织把握外部

环境变化的契机，通过自身变革实现进一步的发展。

第二，以网络组织的系统建设为抓手，深入推动数字化赋能服务型制造网络组织的发展。服

务型制造网络组织的发展需要在数字化的基础上构建组织内外有效协同机制，发挥技术、数据、

组织和环境四个维度的要素间联动效应。借鉴国际经验，如美国的“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德

国的工业 4. 0战略和日本的“I‑Japan”战略等均体现了发达国家利用数字化技术、工业互联网等

新一代信息技术加强制造业的顶层设计，以加强网络组织的系统建设，从而推动服务型制造网络

组织的发展。深入推动数字化赋能服务型制造网络组织，在推进数字制造、智能制造、智慧工厂

和工业互联网的同时，要更加重视产业组织方式的变革与创新。企业、产业链和产业生态不同层

级要以数字化为基础构建组织内外协同的整体系统，在技术、数据、组织和环境四个维度之间形

成良好的联动关系，从而有利于服务型制造网络组织的发展。首先，以技术驱动组织变革，以组

织推动技术创新。大力推进大数据、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促进数字化技术与

组织业务的深度融合，通过组织的数字化变革提升产业组织的创新能力。其次，充分发挥数据要

素的支撑和赋能作用，根据不同产业组织模式与资源禀赋，以实际应用需求为导向，系统谋划、

务实推进，促进技术、数据、组织和环境四个维度的要素深度融合。最后，优化融合发展环境，

通过数字化建立跨部门、跨企业、跨产业的高效联动机制，发挥不同产业组织主体的桥梁作用，

针对企业、产业链和产业生态不同层级融合创新水平的差异，创新技术、数据、组织和环境四个

维度的要素融合路径和方式，实现产业组织的创新变革。

第三，发挥数字化赋能的系统性优势，协同推动服务型制造组织模式的多维度创新。技术、

数据、组织和环境四个维度的创新突变有利于推动服务型制造网络组织协同演化。制造企业推进

服务型制造的阻碍不仅包括资源约束、组织刚性和环境不确定性等因素，更深层次的是被传统产

业组织变革的方式所约束，事实上多数企业满足于垂直一体化组织方式下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

济，从而造成“路径依赖”“牛鞭效应”等，甚至丧失核心竞争力，而只有少数企业敢于打破传

统工业生产组织模式下形成的竞争和垄断范式，通过充分把握新型产业组织网络协同化的变革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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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以跨界融合、协同的产业组织方式进行创新，推动服务型制造网络组织协同演化。坚持以

“融”提效，利用数字化不断推进产业组织变革中技术、数据、组织和环境四个维度的要素间的

互动创新和持续优化。在遵循融合发展要求的基础上，无论是面对单个企业的转型发展，还是产

业链的优化升级，乃至产业生态的整体重构，都应坚持统筹协调好不同层级组织内部主体间的相

互作用与联系，要从技术、数据、组织和环境四个维度不断夯实要素基础，形成系统的正反馈机

制。同时，充分调动各主体的积极性，激发其创新活力，并且结合各主体的比较优势，加大各维

度要素的创新投入并重视要素创新的协同推进，实现制造资源和服务资源的融合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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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Co⁃Evolution of Digital Empower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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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Service‑oriented manufacturing network organization is a new type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and its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are not only an important way to promote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ervice‑oriented 
manufacturing but also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reform under the condit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his paper takes service‑oriented manufacturing network organizatio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focusing on the important 
trend of collaborative network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reform. Based on discussing the 
connotation of co‑evolution of service‑oriented manufacturing network organization,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logical elements 
of co‑evolution of digital empowerment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and then explores the basic path of co‑evolution of digital 
empowerment service‑oriented manufacturing network organization.

First of all,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empowerment, collaborative symbiosis has become the basic direction of 
the evolution of service‑oriented manufacturing network organizations. Intra‑organizational collaborative enhancement and 
cross‑organizational boundary collaborative expansion are two concrete manifestations of the collaborative evolution of 
service‑oriented manufacturing network organizations. Furthermore, this paper based on TO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introduced the data dimension to analyze, the four‑dimensional elements of technology, data, organization, and environment 
constitute the basic logic of the co‑evolution of digital empowerment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four‑dimensional elements will form a synergistic resonance of benign feedback and jointly promote the co‑evolution of 
digital empowerment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The co‑evolution of service‑oriented manufacturing network organizations is a 
transformation process in which enterprises, industrial chains, and industrial ecological organizations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s under digital empowerment, thus achieving intra‑organizational synergy 
enhancement and cross‑organizational synergy expansion. The path of its co‑evolution is characterized by four types: 
technical enhancement, data enhancement, organizational enhancement, and environmental enhancement.

Finally, this paper obtains the following policy implications. First, it is necessary to supplement the short board, forge 
the long board with digitalization, and cultivate a new service‑oriented manufacturing format. Second, we should take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of network organization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furth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mpowerment service‑oriented manufacturing. Third, we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 systematic advantages of digital 
empowerment and jointly promote the innovation of the service‑oriented manufacturing organization model.
Key words： service‑oriented manufacturing network organization； co‑evolution； digital empowerment； TOE theoretical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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